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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扩大社区

养老有效供给、提升服务能力与需求的适配程度，已成为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从嵌入性

理论的关系视角出发，基于上海社区嵌入式养老实践，考察养老资源进入社区后的养老服务生产过

程，并提出空间嵌入、制度嵌入和技术嵌入三重机制。研究发现，空间嵌入通过网络布局、功能分

层和服务转介，形成服务与老年人生活场景之间的空间关系；制度嵌入通过政策衔接、角色分工和

协作机制，形成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组织关系；技术嵌入通过改变信息生成与传递、识别与解释、

资源匹配、服务响应和结果反馈的方式，重构需求、资源与服务行动之间的信息关系。三类关系相

互依赖，共同构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持续运行的基础，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可能出现失配、失稳或

断裂。据此，本文提出“精准再嵌”，强调依据运行反馈识别关系失衡，并对相关关系进行针对性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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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三重嵌入机制
——基于上海社区嵌入式养老实践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养老服务格局中，社区承担着连接家庭需求与专业服务资源的重要功能。

近年来，政策层面对这一功能的定位持续强化。2025 年 1 月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

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强化社区养老依托作用”，要求扩大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为居家养老提供有力支持。这一政策导向回应了长期存在的现实短板。《“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已将“居家社区养老和优质普惠服务供给不足”列为养老服务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相关研究同样发现，我国居家养老仍面临供需匹配不足、服务利用不充分和

社会化支持能力有待增强等问题（吴玉韶、李晶，2024），将居家、社区和机构机械划分为相互独

立的养老方式也需要进一步反思（陈友华，2024）。由此，社区养老发展的重点正在由服务资源和

网络的扩张，进一步转向社区实际服务能力的形成。

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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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社区养老资源如何进入并作用于社区，早期研究主要关注设施和服务形态，强调社区嵌入

式养老小规模、多功能以及邻近老年人生活空间等特征，并从设施布局、功能定位和服务模式等方

面讨论其实现条件（胡宏伟等，2015；王晶、李鹏飞，2019；张乐川，2020）。随着实践的发展，

学界对“嵌入”的理解逐步超出设施布点。杜鹏、马琦峰（2024）从需求、资源、主体与理念等维

度构建社区嵌入式养老的制度框架，并指出供需链接、专业服务和多主体协同等现实问题；供需匹

配研究则进一步发现，设施和项目的存在并不必然带来实际利用，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之间仍可

能存在明显错位（张思锋、张恒源，2024；张恒源，2025）。由此，社区嵌入式养老已由一种设施

和服务形态，逐步扩展为涉及需求、资源、主体及其运行条件的综合性议题。

与此同时，研究开始更多关注资源进入之后的组织运行和服务过程。杨嘉莹（2017）从结构性

嵌入解释医疗资源进入社区居家养老的实践逻辑，朱浩（2020）指出社区嵌入式养老的社会化运行

有赖于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稳定合作，齐心竹、封铁英（2025）和董亭月等（2025）则从服务

整合与政策执行角度揭示角色配置、部门关系和信息流通对实际运行的影响；刘振奋等（2025）进

一步表明，社会力量进入社区养老以后还可能经历“嵌入—脱嵌—再嵌”的动态变化。数字技术的

发展又将这一讨论推进到需求识别、资源连接与服务流程层面。田钰燕、包学雄（2017）提出技术

嵌入需要进一步走向协作生产，李炎炎等（2026）发现适老化不足、数据孤岛、权责失衡和组织协

同缺失可能造成“数字悬浮”，王增文、罗佩玲（2026）则揭示了数智化转型中的问题如何由信息

和数据障碍进一步表现为服务效能缺口。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已经分别解释了服务如何接近老年人的生活场景、不同主体如何参与并形

成协作，以及数字技术如何连接需求信息、服务资源和实际行动。设施与可及性研究主要关注服务

与生活场景的适配（张思锋、张恒源，2024），组织治理研究主要讨论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行动（朱

浩，2020；齐心竹、封铁英，2025），智慧养老研究则更多考察技术适配、信息连接及其服务效能（李

炎炎等，2026；王增文、罗佩玲，2026）。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养老资源进入社区只是服务形成的

起点，但相关解释仍较多分置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尚未充分说明这些要素进入社区以后如何在同一

服务生产过程中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共同支撑持续服务。进一步而言，已经形

成的服务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运行中仍可能发生失配、失稳或断裂，且失衡表现与其主要制约因

素并不一定发生在同一类关系中。因此，社区嵌入式养老研究有必要在资源投入与要素配置的基础

上，进一步考察养老资源进入社区后如何形成服务关系、不同关系如何相互衔接以及如何在运行中

持续调整。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通过何种机制嵌入社区，

并由资源投入转化为持续、稳定的服务供给？第二，已经形成的嵌入关系为何仍可能在运行中出现

失衡，又如何根据运行反馈实现重新调整？本文从嵌入性理论的关系视角出发，将社区养老服务理

解为一种关系性服务生产过程，从服务生产所依赖的基本关系出发，提出空间嵌入、制度嵌入和技

术嵌入三种机制，分别解释空间关系、组织关系的形成与信息关系的重构。三类关系在实际服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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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相互依赖、相互衔接，共同支撑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形成与运行；对于运行中出现的关系失

衡，本文进一步以“精准再嵌”分析其识别与调整过程。

为考察上述机制，本文以上海社区嵌入式养老实践作为经验场域。上海较早推进社区嵌入式养

老，近年来又逐步由设施建设拓展到网络协同、供需适配和常态运营，为考察养老资源进入社区后

服务关系的形成及其运行调整提供了较为合适的实践基础。研究材料主要包括上海市及区、街镇层

面的政策文件、政府公开资料和典型实践材料，并辅以课题组在相关社区养老实践中的访谈、现场

观察和项目材料。

二、社区养老服务三重嵌入机制的理论建构

嵌入性（embeddedness）由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系统阐释，其核心在于说明经济行

动和制度运行始终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并受到关系结构的持续塑造（Granovetter，1985）。这

一关系视角为理解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了重要启发。本文所说的“嵌入”与政策实践中的“社区嵌入

式养老”有所区别：后者主要描述养老设施和服务进入社区生活空间的制度与实践形态，前者则进

一步追问服务要素进入特定社区情境以后，与生活场景、行动主体和服务过程形成何种持续关系。

因而，嵌入分析的关键不在于设施、主体或技术是否已经进入社区，而在于这些要素在服务生产中

形成了何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能否持续运作。

社区养老服务不是设施、主体和技术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围绕具体养老需求形成的关系性服

务生产过程。支持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中持续生活，也不只是把设施布置到住所附近。原居养老研

究表明，“地方”既包含物理环境，也包含社会网络、日常互动和数字参与等生活联系（Wiles et 

al.，2012；Wang et al.，2026）；环境老年学相关研究进一步说明，周边设施与服务只有同老年人

的能力和需求相适配，才可能形成实际支持（秦波等，2025）。这些发现意味着，社区养老服务必

须同时解决生活场景、行动主体和信息流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与其从设施、主体和技术等要

素类别出发罗列影响因素，不如从服务生产本身出发，识别支撑服务持续发生的基础关系。

从服务生产过程来看，社区养老服务必须回答三个基本问题：服务在哪里进入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服务由哪些主体共同生产，以及服务所需的信息如何在需求、资源与服务行动之间生成、流动

并转化。与此相对应，社区养老服务形成三类基础关系。第一，服务需要与老年人的生活半径、能

力状况和实际需求形成稳定联系，这是服务与生活场景之间的空间关系；第二，政府、养老机构、

医疗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等分散主体需要通过制度安排、角色分工和协作机制形成

稳定联系，这是供给主体之间的组织关系；第三，围绕养老需求、风险、服务资源和服务结果，不

同主体和服务环节之间需要通过信息的传递与使用形成持续联系，这是服务生产中的信息关系。三

类关系共同构成社区养老服务持续运行的基础，也构成本文提出三重嵌入机制的关系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既有研究也曾从行动主体的嵌入属性出发，将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居家养老区分

为关系嵌入、制度嵌入、能力嵌入和资源嵌入等维度（刘振奋等，2025）。本文的划分依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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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按照特定行动主体“嵌入了什么”进行属性分类，而是从社区养老服务生产必须形成的基础关

系出发，分别考察服务如何进入生活场景、分散主体如何被组织进服务生产过程，以及服务信息如

何在需求、资源与服务行动之间生成、流动并转化。

三种嵌入机制分别作用于上述三类基础关系。空间嵌入通过网络布局、功能分层和服务转介，

形成服务与生活场景之间的空间关系；制度嵌入通过政策衔接、角色分工和协作机制，形成供给主

体之间的组织关系；技术嵌入则通过改变信息生成与传递、识别与解释、资源匹配、服务响应和结

果反馈的方式，重构围绕需求、资源与服务行动形成的信息关系。由此，空间、制度和技术不是对

三类要素的静态分类，而是使养老资源进入具体服务生产并形成基础关系的三种作用机制。三种机

制分别对应社区养老服务生产中的空间关系、组织关系和信息关系，共同构成社区养老服务形成与

运行的关系基础。

空间嵌入机制关注服务与生活场景之间的空间关系如何形成。环境老年学的环境压力模型指

出，个体功能状态与环境要求之间的适配程度会影响老年人的行为与福祉（Lawton & Nahemow，

1973）；原居养老和服务可及性研究进一步提示，地理邻近只是服务进入生活场景的起点，设施功

能、服务方式与老年人的活动半径、能力状况、支付条件和实际需求之间还需要形成适配（Penchansky 

& Thomas，1981；张思锋、张恒源，2024；秦波等，2025）。据此，空间关系不是设施与住所之间

的几何距离，而是服务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和要求与老年人的活动能力、生活惯例和实际需求之间形

成的持续适配。空间嵌入因而不是简单增加设施点位，而是通过网络布局、功能分层和服务转介，

使养老服务更加贴近老年人的生活场景，并推动专业服务能力向基层节点和家庭延伸。

制度嵌入机制关注供给主体之间的组织关系如何形成并得到维持。社区养老同时涉及照护、

医疗、助餐、康复、家庭支持等多种内容，不同主体掌握的专业能力、资金、场地、信息和服务触

达资源具有互补性，完整服务因而具有明显的跨组织依赖。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组织因关键资源

分散于外部而形成相互依赖（Pfeffer & Salancik，1978）；跨部门协同研究进一步表明，复杂公共

问题中的合作能否持续，与初始条件、制度安排、治理结构和过程管理密切相关（Bryson et al.，

2006）。共同生产理论则强调，公共服务需要政府、专业机构、社区和服务使用者共同投入资源并

形成角色配合（Ostrom，1996；Parks et al.，1981；Bovaird，2007）。社区养老研究也表明，多元

主体进入并不会自然产生整合效果，协同运行取决于层级政策与制度的衔接、角色分工、责任配置、

资源依赖和稳定的协作机制（朱浩，2020；齐心竹、封铁英，2025；李长远，2025）。支付、补贴、

政府购买等资源安排主要通过影响资源交换预期和持续参与能力发挥作用。因此，制度嵌入的核心

不是增加参与主体，而是通过规则、责任和资源交换安排把分散主体组织进共同的服务生产过程，

使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逐步转化为稳定、可预期的协作关系。

技术嵌入机制关注服务生产中的信息关系如何被重构。其直接作用对象并非服务行动本身，而

是需求、风险、资源、过程和结果等信息如何在不同主体与服务环节之间生成与传递、被识别与解释、

与相关资源相匹配，并进一步形成服务响应和结果反馈。信息技术与组织研究指出，数字技术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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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不只是提高信息储存和传递能力，而是改变组织能够利用信息完成何种行动；这种作用来自

技术特征与组织安排、工作实践的结合（Zammuto et al.，2007）。社会物质性研究进一步反对将技术、

工作与组织割裂理解，强调数字技术始终嵌入具体实践之中（Orlikowski & Scott，2008）。在此基

础上，相关研究借鉴跨知识边界“传递—转译—转化”的分析框架（Carlile，2004），将其推进到

数字化工作中的信息过程，考察信息如何跨越组织和技术边界被传递、转译为共享意义，并进一步

转化为行动（Mathiassen et al.，2023）。对社区养老而言，技术嵌入的本质不是平台或设备进入社区，

而是通过重组信息流动与使用方式，重构围绕需求、资源与服务行动形成的信息关系。

空间关系、组织关系和信息关系是依据社区养老服务生产中主要关系对象及其作用方式作出的

分析性区分，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服务活动彼此分离。三类关系在实际运行中往往相互依赖。家门

口养老服务站能否承接专业照护，不仅取决于服务是否进入老年人的生活场景，也取决于专业人员

能否下沉以及转介机制是否顺畅；智能预警能否转化为实际服务，也不仅取决于风险信息能否及时

生成和传递，还取决于是否存在明确的响应主体和处置流程。因此，三种嵌入机制虽然分别作用于

不同类型的基础关系，但这些关系只有进入同一服务生产过程并相互衔接，才能共同支撑社区嵌入

式养老服务的形成与运行（见图 1）。某一类关系运行受阻时，其原因也可能来自其他关系，这一

问题将在后文关于嵌入失衡与精准再嵌的分析中进一步讨论。

图 1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三重嵌入机制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1 呈现了养老资源进入社区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形成与运行的三重嵌入机制。其核心并

不是将空间、制度和技术作为三类静态要素加以并列，而是揭示养老资源进入社区以后如何通过不

同机制形成相应的服务关系，并进一步进入实际服务生产。空间关系使服务连接老年人的生活场景，

组织关系使不同主体能够共同参与服务供给，信息关系则支撑服务所需信息在不同主体与服务环节

之间的流动和使用。三类关系相互联系并共同作用，构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形成与运行的关系基

础。从这一意义上说，社区嵌入式养老可以理解为养老资源进入社区后，通过三重嵌入机制形成服

务关系，并在持续运行中不断调整的过程。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形成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

空间关系

服务—生活场景

空间嵌入 制度嵌入 技术嵌入

组织关系

供给主体之间

信息关系

需求—资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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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三重嵌入机制

上海是我国较早系统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的超大城市。2025 年末，上海户籍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 584.38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37.6%， 较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持续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自

2005 年提出“9073”养老服务格局以来，上海逐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重要支撑的

养老服务体系。2019 年《上海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工作指引》进一步明确社区嵌入式养老的设

施网络、功能配置和服务要求；2021 年施行的《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第 40 条规定，中心城区和

城镇化地区重点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并要求街镇至少建设一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截至

2025年底，全市已建成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557 家、日间照护机构 914 家、助餐服务场所 2498个。

在此基础上，“十四五”时期上海进一步推动“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和“1+N”①设施网络建设，

强化不同层级设施之间的功能分工与服务衔接；进入“十五五”时期，政策重点进一步转向供需适配、

资源协同和运行提质，强调不同养老服务形态之间的衔接以及养老设施的动态配置和精准匹配。

这一制度演进使上海社区养老逐步形成了设施网络支撑、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技术赋能的服

务格局。以下结合具体实践，分别分析空间嵌入、制度嵌入和技术嵌入在社区养老服务生产中的

作用。

（一）空间嵌入：服务—生活场景空间关系的形成

空间嵌入主要解决养老服务如何进入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的问题。对于高龄、失能老年人而言，

其活动范围和服务获取能力相对有限，服务设施与居住空间之间的距离因而具有更强的约束意义。

与此同时，上海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格局和公共设施布局较为固化，可用于新增养老设施的空间有限。

在这一条件下，空间嵌入并不主要表现为持续增加独立设施，而是通过存量空间利用、功能复合和

服务节点联结，将不同层级的养老服务组织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半径之中。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是上海空间嵌入的重要实践载体。2019 年《上海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

务工作指引》提出，每个服务圈重点依托 1 个社区养老综合体和若干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形成分层供

给。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将辖区划分为梅园、崂山、滨江三个片区，分别设置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承担资源调配、专业支撑和项目孵化等功能；长宁区虹桥街道则依托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整

合社区托养、医养结合、家庭支持和生活服务。此类“枢纽—节点”布局的意义不只是缩短服务的

物理距离，更在于通过层级分工和功能衔接，使区域综合中心的专业服务能力能够沿社区服务网络

向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乃至家庭场景延伸。

由此形成的空间关系，使助餐、日间照料、健康管理、适老支持和服务转介等功能更加贴近老

年人的生活场景，不同设施也由相对孤立的服务点位逐步形成分工与联系。不过，空间邻近本身并

① “1+N”是指 1 家枢纽型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N 个便捷可及的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专业日间照料中心、长者照护之
家及助餐点等，提供微日托、微助浴、微健康等精细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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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证服务被实际使用。相关研究表明，社区养老设施的利用仍受到需求结构、服务条件和主体

角色匹配等因素影响（张恒源，2025；胡志平等，2025）。因此，空间嵌入的关键并不在于点位数

量本身，而在于通过网络布局、功能分层和服务转介，使服务能力与老年人的生活半径、功能状态

和实际需求形成较为稳定的联系。专业能力能否沿空间网络向基层节点和家庭延伸，又进一步依赖

人员配置、服务转介等组织关系的支持。

（二）制度嵌入：供给主体组织关系的形成

制度嵌入主要解决分散的服务主体如何被组织进共同的服务生产过程。社区养老涉及生活照料、

专业照护、医疗康复、家庭支持和风险应对等多种服务，不同主体分别掌握政策资源、专业能力、

场地、信息和社区触达渠道，任何单一主体都难以独立完成完整供给。上海实践中的制度嵌入主要

沿纵向政策衔接和横向主体协同两个方向展开：前者推动市级制度安排转化为区、街镇和社区层面

的具体行动，后者则通过规则衔接、角色分工和合作机制，将不同主体拥有的分散资源组织进共同

的服务生产过程。

从纵向关系看，上海社区养老形成了市级政策统筹、区级属地协调与街镇组织实施相衔接的运

行机制。市级层面主要通过法规、规划和政策标准明确社区养老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制度，区级结合

辖区实际统筹设施布局、资源配置和业务指导，街镇则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养老服务，并依托社区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等平台整合和链接各类服务资源。具体服务通常由养老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专

业主体承接。这样的层级衔接，使上层制度安排能够逐步转化为基层服务实践，也为社区养老由阶

段性项目推动走向较为稳定的常态化运行提供了制度条件。

除了纵向的层级衔接，社区养老还需要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领域的主体吸纳进服务网络。2025

年上海在多个区开展“物业 + 养老”试点，正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物业企业长期扎根社区，熟

悉居民情况，也具有较强的日常触达和即时响应能力。徐汇区的相关实践将维修、家政、护理、照

料等服务纳入服务清单，使物业企业的角色不再局限于社区管理，而开始参与养老需求发现、资源

转介和部分服务响应。

专业养老机构向家庭场景延伸，则体现了专业能力在不同服务主体和场景之间的重新组织。

2023 年上海出台《关于积极推动本市家庭照护床位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沪民规〔2023〕11 号），

明确依托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将专业照护延伸至老年人家庭。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根据老年

人需求重新组合服务套餐，在基础项目之外配置“助洁、助医、助餐、助养、助家”等选择项目。

家庭照护床位由此不仅改变了服务发生的场所，也把养老机构的专业能力、服务规范和责任关系延

伸到居家服务过程之中。

社区内部既有的社会关系也被纳入养老服务生产。“老伙伴计划”通过低龄健康老年人与高龄

独居等老年人结对，开展关爱探访、风险发现和生活支持；“老吾老计划”依托社区养老设施和专

业机构，为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者提供照护知识与技能支持。这类社区互助和家庭支持不能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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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但能够协助发现需求、提供情感支持并提升家庭照护能力，使正式养老服务与社区内部

既有社会关系形成连接。

总体而言，上海的制度嵌入并不是简单增加养老服务参与者，而是通过纵向政策衔接和横向

主体协同，将分散在不同层级和组织中的资源纳入较为稳定的服务关系。随着基层政府逐步由直接

供给和项目管理转向资源统筹、规则维护和协同组织，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由阶段性参与逐步转

向具有明确角色、责任和合作预期的组织联系。服务整合与协同治理研究同样表明，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并不会自然产生协同，持续合作仍取决于角色分工、制度规则和组织关系（齐心竹、封铁英，

2025；李长远，2025）。因此，制度嵌入的关键不在参与主体数量，而在于能否借助规则、责任和

合作机制，把不同主体及其资源稳定地组织进社区养老服务生产过程。

（三）技术嵌入：信息关系的重构

技术嵌入主要解决社区养老服务所需信息如何在需求、资源与服务行动之间形成持续联系的问

题。传统基层养老服务较多依赖人工摸排、分散台账和经验判断，老年人的需求、服务资格、资源

分布、风险状态和服务结果等信息往往掌握在不同主体和系统中，难以在实际服务过程中得到及时

共享和有效使用。数字平台、智能终端和感知设备进入社区养老以后，首先改变的正是这些信息被

发现、传递和使用的方式，使原本分散的信息能够围绕具体服务过程建立新的联系。

市级“为老服务一键通”体现了数字技术对分散需求和跨部门服务资源的连接。该项目由民政

部门会同卫健、交通等部门推进，以各区呼叫中心为枢纽，将挂号、打车、救援、咨询等服务与相

关平台衔接，并通过固定电话、便携终端、智能手机、电视机和自助终端等多种入口降低老年人的

使用门槛。由此形成的“需求发起—信息识别—资源对接”过程，使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和平台中

的服务资源能够围绕具体需求被识别和调用。

智能感知技术进一步改变了风险信息的生成方式。普陀区为独居老年人部署智能水表，当系统

监测到较长时间无用水变化等异常情况时产生预警，并将信息传递给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开展上

门探视。 技术在这里首先将原本依赖人工走访才能发现的生活异常转化为可识别、可传递的风险信

息，从而改变风险发现的时间和方式。但信息生成并不是服务过程的终点，只有当预警进一步与服

务资源、责任主体和处置流程发生连接，风险信息才可能转化为实际服务行动。

由此可见，技术嵌入并不是简单增加平台和智能设备，而是重构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信息关系。

其作用贯穿信息生成与传递、识别与解释、资源匹配、服务响应和结果反馈等环节，使需求信息能

够更快进入资源配置和服务响应过程。智慧养老研究也表明，技术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数字系统与组

织协同、责任配置和服务流程之间的衔接（张成岗、宁学斯，2025；李炎炎等，2026）。因此，技

术能够改变信息的生成和流动方式，但信息能否进一步转化为服务响应，仍然取决于组织关系中的

响应主体、责任安排和处置流程。

总体而言，上海社区养老实践表明，空间嵌入、制度嵌入和技术嵌入并非三种彼此替代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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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而是分别作用于社区养老服务生产中的空间关系、组织关系和信息关系。空间嵌入使养老服

务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建立联系，制度嵌入将不同主体及其资源组织进共同的服务生产过程，

技术嵌入则使分散的信息能够围绕具体服务过程得到整合和使用。三类关系在实际服务过程中相互

依赖：服务进入生活场景需要专业主体和责任安排支撑，多主体协作需要信息识别与过程协调，信

息最终也需要通过组织协作转化为具体服务响应。由此，社区嵌入式养老并不是设施、主体和技术

等要素在社区中的简单叠加，而是养老资源通过三种嵌入机制形成相应服务关系，并共同进入服务

生产的过程。

不过，关系一旦形成，并不意味着其在常态运行中始终保持稳定。空间关系可能因服务功能与

实际需求不适配而受阻，组织关系可能因责任、激励和合作预期变化而松动，信息关系也可能因信

息传递受阻或结果反馈缺失而中断；一种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还可能受到其他关系的制约。三重嵌入

由此不仅具有关系形成的一面，也具有持续调整的一面。下一部分将进一步从嵌入失衡及其调整出

发，分析社区养老服务关系在运行中的动态变化。

四、嵌入失衡与精准再嵌：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现实张力

社区养老有效供给不足以及服务能力与需求之间的不适配，并不完全源于资源总量不足，也可

能发生在资源已经进入社区之后。三种嵌入机制能够推动空间关系、组织关系和信息关系的形成，

但已经形成的关系并不一定能够在常态运行中持续保持稳定。服务功能与生活场景可能出现错位，

主体之间的合作可能因责任、激励和预期变化而松动，信息也可能在生成与传递、识别与解释、资

源匹配、服务响应和结果反馈等环节发生中断。既有研究所揭示的供需错位、服务整合不足、主体

脱嵌和数字悬浮等现象（张恒源，2025；齐心竹、封铁英，2025；刘振奋等，2025；李炎炎等，

2026），都表明养老资源进入社区并形成服务关系以后，仍然可能出现运行失衡。本文将已经形成

的服务关系在运行中出现失配、失稳或断裂的状态概括为“嵌入失衡”。

（一）空间嵌入失衡：空间关系失配

服务可及性不仅取决于地理距离，也取决于服务供给能否与老年人的能力状况、实际需求和使

用条件相匹配（Penchansky & Thomas，1981；张思锋、张恒源，2024）。张恒源（2025）关于需

求序列与精准供给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供给设施已经存在，并不意味着服务就能够被有效利用，供

给结构与实际需求之间仍可能存在系统性错位。

上海老城区新增公共服务空间有限，社区养老设施较多依靠微更新、功能叠加和空间复用形成。

相关实践表明，家门口养老服务站较容易承接助餐、活动、咨询和需求转介等基础服务，而康复、

专业照护以及跨机构服务仍更多依托街镇的养老综合体或外部专业机构。由此形成一个重要差异：

“点位覆盖”并不等同于“专业服务能力覆盖”。当社区节点在物理空间上已经接近老年人，但专

业人员、服务配送和转介机制没有同步延伸时，服务与生活场景之间仍然可能处于失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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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配说明，对空间关系的判断不能停留在设施是否已经布点。当空间邻近已经实现，而专

业照护、康复等服务仍无法稳定进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时，制约因素就可能由空间本身转向人员配

置、服务转介和专业能力下沉等组织关系。当前民政部门推进县（市、区、旗）、乡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其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不同层级节点的功能分工和资源链接，

使专业服务能力沿养老服务网络向社区和家庭延伸。就上海而言，区级统筹、街镇区域养老服务中

心与居民区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之间的衔接，为专业能力下沉提供了空间载体；能否进一步通过人员

配置、服务配送和转介机制把专业服务延伸至家庭，则决定了这一空间网络能否真正转化为持续的

服务供给。由此，空间关系中的失配也可能受到组织关系中专业能力配置和转介机制的制约。

（二）制度嵌入失衡：组织关系失稳

社区养老已经形成政府、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家庭等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的供给格局，但主体进入服务网络并不意味着稳定的协作关系随之形成。刘振奋等（2025）

关于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养老的研究揭示了主体“脱嵌”的可能，李安连、王国勇（2026）也指出，

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居家养老后，仍可能受到制度脱嵌、关系失衡、专业能力不足和资源梗阻等因素

制约。

上海部分社区曾通过“敬老联盟”“养老生态圈”“养老同心圆”等形式吸纳不同主体参与社

区养老，并以共建协议确立合作关系，但一些合作在项目启动后未能持续转化为稳定服务。此类现

象说明，组织关系的形成并不取决于参与主体数量本身，而更取决于责任边界、资源投入与合作预

期能否得到持续确认。若这些关系主要依赖阶段性项目、行政动员或临时性资源维系，多元主体即

使已经进入服务网络，也可能停留在较为松散的合作状态。

支付制度和资源支持同样影响组织关系能否持续。长期护理保险、养老服务补贴和政府购买服

务等制度安排，通过影响服务主体的资源获得、成本分担和参与预期，为专业机构持续参与社区养

老提供制度条件。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的家庭照护床位实践对此具有一定说明意义。该项目采取街

道补贴与老年人付费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服务，但在持续运行中也面临第三方服务机构收益不足、不

同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标准存在差异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街道在后续调整中提出增加服务机构、

引入竞争机制并加强服务监管。这表明，多元主体能否持续参与社区养老，并不只取决于其是否进

入服务网络，也受到资源保障、参与收益和监管安排等制度条件的影响。制度嵌入失衡并非简单表

现为参与主体不足，更可能表现为既有合作关系缺乏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

（三）技术嵌入失衡：信息关系断裂

数字平台和智能设备的应用提升了老年人需求、风险状态和服务资源的信息可见性，但信息被

数字化记录和识别，并不意味着完整的信息关系已经建立。已有研究将技术投入后服务能力未能同

步形成的现象概括为“数字悬浮”，其背后既包括适老化不足、数据孤岛等技术问题，也涉及权责

配置和组织协同不足（李炎炎等，2026）。王增文、罗佩玲（2026）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数智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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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的矛盾可能由信息黑箱和数据孤岛逐步演化为服务效能不足。

从社区养老实践看，智慧养老项目在建设阶段与常态运行阶段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前者

主要涉及设备部署、系统接入和数据汇集，后者则进一步涉及系统维护、持续运营以及预警信息如

何进入具体服务流程。实践中，预警后的接单、上门服务和结果反馈仍可能缺少明确安排，反映出

信息识别与服务响应之间的衔接问题。换言之，技术可以提高信息生成和传递效率，但如果信息不

能进一步进入资源匹配、服务响应和结果反馈，技术运行仍可能与实际服务过程相互脱节。

这一问题在风险预警场景中表现得尤为清楚。当系统尚不能实现必要的数据共享，或者风险信

息无法及时传递时，阻断主要发生在信息关系内部；而当风险信息已经生成并顺利传递，却缺少明

确的响应主体、处置流程和反馈责任时，制约因素便由技术环节转向组织关系。普陀区智能水表的

运行过程说明，系统识别异常用水并发出预警，只完成了风险信息的生成和传递，只有社区工作人

员或志愿者据此开展探视，信息才能进一步转化为实际服务行动。因此，技术嵌入失衡不能仅从平

台是否运行、数据是否生成加以判断，更需要考察信息能否沿服务过程持续进入资源匹配、服务响

应和结果反馈。

（四）精准再嵌：关系失衡的识别与调适

上述三类失衡表明，问题出现在哪类关系中，并不意味着主要制约因素也来自同一关系。判断

嵌入失衡，需要沿实际服务过程考察哪些关系已经具备基本条件，以及服务在哪一环节持续受阻。

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已经实现空间邻近却无法稳定提供专业照护，主要制约因素可能来自组织关系中

的人员下沉和转介机制；平台已经完成风险识别和预警传递却无人响应，问题虽然表现为技术服务

中断，制约因素却可能来自组织关系中的责任主体和处置流程；多主体的责任边界已经比较明确但

协调成本仍然较高，则可能与信息关系中的数据共享和过程记录不足有关。因此，对失衡关系的

调整不能仅针对问题的直接表现，还需要沿服务生产过程进一步识别导致失衡持续存在的主要制约

因 素。

对这种基于运行反馈进行关系调整的过程，本文以“精准再嵌”加以概括。理解关系重新嵌入

社会与具体情境的过程，可以从波兰尼关于经济活动受到社会关系和制度约束的讨论，以及吉登斯

关于“脱域”与“再嵌入”的分析中获得理论启发（Polanyi，2001；Giddens，1990）。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称“精准再嵌”并非直接沿用吉登斯的“脱域”概念，也不以主体退出或原有关系完全断裂

为前提，而是指已经形成的社区养老服务关系在运行中发生失衡以后，依据运行反馈识别制约因素，

并对相关关系进行有针对性的重新调整。服务链研究关于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反馈管理的分析同

样表明，社区养老服务需要在持续运行中根据反馈不断调整服务关系（刘振奋等，2026）。

据此，精准再嵌可以概括为“运行反馈—失衡识别—原因定位—关系调整—反馈检验”。其中

的“精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服务精细化，而是强调调整对象需要根据具体服务过程确定：首先识

别失衡主要表现在哪一类关系，再判断持续造成这一失衡的约束是否位于同一关系，抑或来自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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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而确定需要调整的环节。只有当其他关系确实构成服务持续受阻的重要条件时，才有必要

对相关关系进行调整。这一过程使再嵌不再只是对既有关系的恢复，而是成为依据运行反馈不断校

准服务关系的动态过程。

对关系调整的反馈检验也不能仅以运行效率为标准。养老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如果公共支

持不足，可能将部分照护责任和协调成本转移给家庭和基层社区；智能监测进入私人生活空间，也

可能带来安全保障与隐私、自主性之间的张力。智慧居家照护研究表明，隐私、知情同意、自主性、

责任以及人际关系替代等问题需要与技术收益同时加以考量（Chung et al.，2016）。因此，对精准

再嵌的判断既要关注服务关系能否恢复稳定运行并重新衔接，也需要考察调整过程中形成的责任分

担、公平性以及老年人的自主性和主体地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上海社区嵌入式养老实践为经验基础，从服务生产的关系视角考察养老资源进入社区后

如何转化为持续的服务供给。研究表明，设施、主体和数字技术进入社区只是社区养老服务形成的

起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源能否在实际运行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关系、组织关系和信息关系。

三类关系分别连接生活场景、供给主体与服务信息，又在具体服务过程中相互依赖。由此，社区嵌

入式养老的建设重点不能停留在设施布点、主体引入和技术配置本身，而需要进一步关注进入社区

的资源能否被组织进持续的服务生产过程。

本文的理论推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服务生产所依赖的基础关系作为三重嵌入的划

分依据，将既有研究中分别讨论的设施布局、多元主体协同和数字技术应用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空

间嵌入、制度嵌入和技术嵌入由此不再只是对实践要素的经验分类，而是分别揭示服务如何连接生

活场景、不同主体如何形成持续协作以及信息如何转化为服务响应。其二，本文将嵌入分析由资源“进

入”进一步推进到关系的持续运行。上海实践显示，已经形成的服务关系仍可能出现失配、失稳和

断裂，而且问题表现所在的关系与实际制约服务运行的因素并不总是处于同一层面。由此提出的“精

准再嵌”，强调的不是对既有关系的简单恢复，而是根据服务运行中的具体问题识别其制约来源，

并对相关关系作出针对性调整。这一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区养老服务由资源投入转化为实际服务能

力的中间过程。

这一关系视角也具有相应的政策含义。当前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正在由设施扩张和资源下沉

转向网络协同与服务提质，相应的政策重点也需要从“资源是否进入社区”进一步转向“资源进入

以后能否形成持续服务”。在空间层面，社区养老网络建设需要统筹网络布局、功能分层和服务转介，

不仅关注设施覆盖和服务半径，还应重视专业服务能力向基层节点和家庭延伸；在组织层面，多元

主体参与需要通过政策衔接、角色分工和协作机制，形成较为稳定的责任分担和资源保障，避免合

作停留于项目化和阶段性参与；在技术层面，评价智慧养老不能止于设备部署、平台上线和数据汇集，

而应进一步考察资源匹配、服务响应和结果反馈等环节能否持续衔接。由此，社区养老服务评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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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由资源投入和设施覆盖逐步延伸至服务关系的稳定性、连续性及其向实际服务能力的转化。

本文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服务关系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层面，尚未对空间关系、组织关系和信息

关系的强度、稳定性及其相互衔接程度进行量化测量，也未直接检验这些关系对服务利用、响应效

率、服务质量和老年人福利结果的影响。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发展三类关系的测量指标，比较不同社

区和不同服务场景中的关系结构及其运行差异，并进一步检验其与服务绩效和老年人福利结果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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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systems for family caregivers, promoting families from last-resort care providers to auxiliary and 

collaborativ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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